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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研究新路径：

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

张荣显  曹文鸳

摘   要：国内的舆情分析研究文献显示，舆情主要涵盖分析社会的现实和变动的状况，包括引发的事件

本身及相关舆论生成的因素推论。针对当前网络舆情研究缺乏对舆情本质的理解和系统的分析框架，分析

结果亦只依据描述性统计来作出等缺憾，提出一种全新的网络舆情研究路径，以覆盖度、测量和解释为网

络舆情挖掘三大要素，搭建以人机结合的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平台，即利用机器学习和网络挖掘技术初步

概览舆情面貌，再以人工在线内容分析方法深度挖掘和解释舆情事件。将以具体案例说明此路径的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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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的统计报
告（2016），截至 2016 年 6 月，中国大陆互联
网普及率达 51.6%，网民数量为 7 亿人，已经
形成具有庞大规模的网民体量，网络成为重要
的舆论平台。

随着网络舆情研究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
挖掘和机器学习等新技术使得快速甚至是即时
搜集和处理大量网络数据成为现实，但是，大
数据技术并非万能，在研究和探索舆情本质的

过程中，依然需要人工判断作为主要的分析和
解释手段，我们以此尝试解决当前舆情研究中
缺乏整合性和系统性不足，甚至是被技术导向
主宰的问题。

本研究针对网络舆情研究之现况及需要，
提出一个全新的网络舆情研究路径，以覆盖度、
测量和解释为网络舆情挖掘要素，搭建以人机
结合的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平台。在实践方面，
将整个分析框架和机制，集合于一实时数据挖
掘平台上，透过一体化的舆情监测和分析流程，
力图达到高效、准确、广度和深度并重，以及
随时跟踪舆情事件发展动向之目的。

二、网络舆情的概念及舆情数据的特点

闵大洪（2016）总结过去对舆情理论的研
究成果，尤其是对概念的定义方面，汇整并形
成总结性的概念定义：“舆情，系指社会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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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变动的状况，包括各种原因引发的事件本
身及相关舆论的生成。”舆情监测既有苗头性
又有全局性，苗头性即是需要在事件未形成舆
论之前及早察觉和监测；全局性则是指需要对
社会不同阶层、政经势力、利益相关或某一专
门领域状况的整体呈现。

目前舆论阵地已大幅度延伸至网络环境中，
喻国明（2010）、谢耕耘（2011）及尹培培（2013）
等学者对网络舆情进行了全面论述，即是认为
网络舆情是指民众通过互联网针对自己所关心
或自身权益紧密相关的公共事件、社会现象等
作出的主观反映，是多重态度、意见等交互的
综合表现。网络舆情特点包括自由、情绪化、
分散、即时、多变等，影响力强。网络舆情监
测的总体目标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所需
要监测的舆情信息，寻找到首发的信息源，接
着监测范围扩大至所有涉及信息来源，并分析
传播的趋势和范围，时刻跟踪事态发展及带来
的新情况（闵大洪，2016）。

相比传统媒体信息，网络数据内容更新快
速（Velocity），数据形式多样（Variety），
不仅限于传统内容的图文形式，更具有视频、
动画等内容形式，网络舆论趋势不确定性高
（Veracity）， 数 据 体 量 巨 大（Volume），
内容复杂（Complexity）和数据的非结构化
（Unstructured）特征明显，蕴含无法忽视的高
价值（Value）属性。从数据结构上的特点来说，
如果数据简单、规律、重复性高，那么运用传
统分析手段或简单的数据挖掘方法就能进行归
类分析，然而，正是因为当前网络舆情数据包
括大量的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数据在内，数
据间存在关联性，同时呈现明显的非结构化特
征（胥琳佳，2013），使其分析难度加大。

从事件特征上来说，在网络舆情的环境下，
传统新闻叙事上的 5W1H 较难以辨认，不再有
明确的事件发生地点（Where），取而代之是多
样的来源；无固定的内容发布时间（When），
即时更新成为常态；人物（Who）身份模糊、隐
蔽；事件（What）本身焦点模糊；叙事（How）
散乱；欲对事件原因（Why）的挖掘，则变成

了难于理解事件的背后故事；难以测量理论；
更难以发现形态。

三、网络舆情研究的现况与不足

因网络舆情具有前述特点，加大了舆情研
究工作的难度，加上舆情监测行业发展年份尚
浅，在当前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领域中，存在
诸多问题和不足。

目前国内网络舆情监测服务机构主要区分
为三类，分别是：（1）依托人民网、新华网
等主流媒体建立的舆情监测平台，以服务政府
有关部门为主；（2）由高校或学术机构创办
的舆情研究所，具有学术传统；（3）由软件
公司或其与传统的市场调查公司联合成立的舆
情监测软件企业，抓取互联网舆情数据能力较
强。不同的网络舆情监测机构由于背景不同，
在产学研等方面各有其优势及不足，整体而言，
相关产业存在不同程度发展产品单一，同质化
严重或缺乏产业内融合机制等问题（于新扬，
2015）。

多位研究者在汇总和整理当前网络舆情研
究文献及行业发展现状后，总结认为大数据时
代下的网络舆情研究研究学科视角单一，缺乏
跨学科的有关研究，未能进行动态化、立体化、
全局化的综合探讨，为研究而研究，研究结果
难以转化为实际应用系统。整体而言，存在系
统性不足的问题（林源，2015）。由于当前网
络舆情研究缺乏对数据的整合，未能有效地结
合网络舆情数据与相关外部数据，导致数据割
裂及解读片面；研究偏于平面和孤立，未能精
到地解析舆情事件或话题背后的深层原因（燕
道成和姜超，2015；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
验室，2014）。

更进一步，有研究者指出，当前网络舆
情研究出现了技术导向的研究特点，即是过于
围绕大数据展开网络舆情研究，缺少对社会舆
情生成、发展、演化和衰退的内在机理来研究
社会舆情信息的获取与识别、监测分析与预
警、导控等治理决策方案（蔡立辉和杨欣翥，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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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的舆情研究路径——大数据技术
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

本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舆情研究路径——大
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是以人机
结合基本理念的舆情研究机制，有别于当前主
流的网络舆情研究手段，以改善网络舆情研究
遇到的方法论问题，具有挖掘广度、深度及监
测结果更为全面和准确的特点。

( 一 ) 新舆情研究路径的理论框架

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手段已可以支持以
普查方式覆盖处理海量的网络数据，不再如传
统舆情信息需要抽样以代表母体的处理方式，
也由此得出了“数据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自
己说话结论”的论断。然而，虽然不再担心抽
样偏差，却产生新的忧虑，即是需要考虑数据
源本身的偏差。由于整体数据可能含有噪音，
如不排除，则容易高估算法的精确度。同时，
大部分的数据是孤岛状态，在整合处理时，无
法准确地忽略和重合数据，也易导致数据结果
偏差。可见，让数据“自己说话结论”是危险
的论断，其中需要对数据源的清理，才能避免
潜在误差。

本研究指出处理网络舆情数据面临的挑
战，并提出以社会科学逻辑和业务思考为基础
的解决方式，包括覆盖度（Coverage）、测量
（Measurement）和解释（Explanation）三大要素。

1. 覆盖度（Coverage）
覆盖度即是解决数据是否齐全、代表性及

数据质量的问题。舆情研究中，不论是传统媒
体条件下还是大数据时代，相比全部数据来源，
数据信息是否具有代表性更为重要。数据的过
度覆盖易引入过多的含有歧义或无关的信息，
会影响算法的精确度。同时应高度关注关键字
搜索的设计和操作。由于自然语言使用灵活和
含义丰富，简单的关键字设置搜索出的数据结
果，与实际所需要的数据库结果可能存在较大
偏差，从而导致误差存在。

不少学者也曾经以“谷歌流感趋势预测”
（Google Flu Trend，GFT）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谷歌发现某些搜索关键词能够很好地标示流感
疫情的现状，因此，谷歌使用经过汇总的谷歌

搜索数据来预测流感疫情，并将其预测结果与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的监测报告作
对比。然而在 2009 年，谷歌依据 2008 年前的
资料建立起的数据模型所预测出来的结果远低
于 2009 年实际所发生。而后，修正模型后，在
2013 年，其数据再次出现高估的问题，至此，
谷歌关闭了 GFT 的功能，并且未再更新资料
（https://www.google.org/flutrends/about/）。 一
项发表在《科学》杂志的研究指出，出现这种
结果的两个重要原因是“大数据傲慢（Big Data 
Hubris）”和算法变化。“大数据傲慢”即认为
大数据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数据收集方法，而
这种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大数据与
经过严谨科学试验得到的数据之间存在很大的
差异，因为其忽略了最基本的有关测量、概念
的信度与效度及数据之间的依赖性。另一方面，
算法本身会经过调整和改进，算法的改变合并
用户的搜索行为或是媒体的报道，均可能会影
响 GFT 的预测，即是数据持续更新，算法无法
做到随时调整，由此带来其结果的误差（Lazer 
et al，2014）。

因此，为掌控研究质量，需认识到数据过
度覆盖和数据来源不足同样易造成数据质量不
佳的情况，我们提出，舆情研究需要考虑合理
的数据范围，可利用搜索关键词的逻辑设置，
将舆论话题概念化，并利用可人工二度判断的
手段来解决数据覆盖度的问题。

2. 测量（Measurement）
测量即是解决可以挖掘什么的问题。在大

数据技术的协助下，机器已经能够完成许多自
动化的测量工作，如网民行为（点赞数、阅读数、
分享数、来源、路径、发展趋势、评论声量等）
及文本的情感测量，当前舆情监测工作较为重
视对行为的测量，准确度高，但是对于态度的
测量仅以正负面的标尺为主，对舆情本质，如
态度或意见的强度、有条件式的立场或意向等
方面的测量较为欠缺，无法分析在什么情况下
的“支持”或“反对”的意向，也难以辨别不
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态度差异。

再者，往往对网民的意见数据测量存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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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理论概念、甚至偷换概念的情况，如以声量
代替影响力的测量、以正负面的情感来代替满
意度和支持度等情况，因此导致测量效度不确
定。另一方面，以中文语义技术为手段的情感
分析，准确度尚不理想，与传统民调结果难以
相提并论。以语料匹配方式所能达到的分析准
确度少于 60%，即便使用有优良的训练集的机
器学习方式，在理想的场景下，可将准确度提
高至 80%（祝建华，2012），但此结果依然难
以满足需求。因此，需要在适合舆情研究的理
论框架和依据的支持下，建立具有科学性和系
统性的测量标准，才能正确地进行舆情的深度
挖掘。

3. 解释（Explanation）
解释即是解决如何分析和解释发现的问题。

网络舆情的解释度视乎分析的深度，而当前主
流的机器自动化分析，绝大多数基于描述性分
析，即是以单变量分析为主，如各种排名榜单，
分析单薄，解释性不强，提炼洞察困难。因此，
需要在掌握单变量的数据信息基础之上，关注
变量之间的差异和关系，以回答有意义和有深
度的研究问题或检验假设。

( 二 ) 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

研究机制

基于上述对舆情研究路径的理论框架的探
讨，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研究
机制设计使用人机结合的理念，力图避免当前
网络舆情研究的误区和偏差。该路径的执行流
程为，先采集网络上的海量信息，再结构化处理，
随后利用网络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结合人工
在线内容分析，充分考虑分析结果的准确度，
深度挖掘舆情事件，最终获得有价值的洞察。

1. 网络挖掘与机器学习
网络挖掘（Web Mining）是指互联网中

普遍使用的数据挖掘方式。以研究目的区分，
网络挖掘区分为三种类型：（1）内容挖掘
（Content Mining）：以单个文件或网页为分析
单位，以文本分析为主，用于分析半结构化或
结构化处理后的信息；（2）结构挖掘（Structure 
Mining）：分析网页的节点和结构，包括从网
页超链接中提取规则，或是挖掘文本结构；（3）

使用行为挖掘（Usage Mining）：挖掘网页访问
者的使用记录（Herrouz et al., 2013）。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定义为“机
器学习是一门人工智能的科学，该领域的主要
研究对象是人工智能，特别是如何在经验学习
中改善具体算法的性能（Langley，1996）”，
是借助数据或以往的经验，以此优化计算机程
序的性能标准的方法（Alpaydin，2004）。

本研究综合运用网络挖掘与机器学习技术，
结合技术专长与社会科学研究知识的积累，设
定合适舆情分析的网络挖掘研究框架，具体为
通过机器算法、语意分析技术和自动化关键字
匹配等技术，快速挖掘网络舆情信息，以描述
和挖掘舆情事件或现象的面貌。在网络挖掘的
研究框架下，当前可透过机器挖掘自动化分析
的主要面向和指标包括（不限于）：

分析
面向

分析指标

1
传播
来源

网络数据来自具体的媒体来源，如社交
网站（如 Facebook、微博）、新闻网站、
博客、论坛等；

2
传播
量度

网络舆情或口碑的声量，以描绘事件的
发展趋势；词云图以字体在图中的大小
来表示声量大小或关注点等；

3
传播
内容

网络舆情所涉及的话题、人物、机构、
品牌等；

4
传播
特征

以数量来描绘舆情话题的走势、事件发
生的路径等，以解释传播过程和特征；

5
传播
力度

点赞量、跟帖量、分享量、阅读量、排
行榜等，还有参与度、曝光量、KOL
等，以多项参数来综合解释舆情的传播
力度；

6
传播
效果

以情感分析作为尺度，衡量传播效果。

以下分别以两个发生在澳门的案例来说明
上述的机器自动化分析结果。

例 1：“台风“妮妲”袭澳事件舆论分析

本部分以台风“妮妲”袭澳事件为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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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网络挖掘和机器分析结果，综合说明舆情事
件的传播来源、传播量度、传播内容、传播特征、
传播力度、传播效果以及不同阶段的态度差异
和变迁。

背景：2016 年 8 月，台风“妮妲”来袭，
澳门于 1 日下午开始悬挂 3 号风球。香港天文
台 1 日晚 8 点 40 分悬挂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
号（8 号风球），澳门未有像香港悬挂 8 号风球，
引发社会质疑。

观察期内网络舆论（包括 Facebook、网络
论坛、新浪微博和 YouTube）信息量明显高于
传统媒体，其中以 Facebook 信息量最多，占
97.6%，明显高于其他传播来源。

 

进一步观察信息量最大的 Facebook 社交
媒体，三个现场直播气象局发布会的 Facebook
专页获得较高的点赞数、评论数和转发数，
三条直播主帖短时间内共获得 3.5 万回帖，占
Facebook 总帖数 74.1%，引起网民极大回响。
其中，以 Facebook 专页「Lotus TV」直播发布
会传播力度最为显着，共计获得点赞数 2,073个，
27,910 条回帖，转发次数达 2,491 次。

 

三条直播主帖及其回帖谈及“落台”、“局
长”、“下地狱”等词最多，负面表达较为强
烈，对局长的不满意见明显，要求其落台呼声
较大。

 

注：词云图以相关文本数据源为分析基础，其结果的繁简体表达受文本

数据自身字体限制，下同。

观察整个事件的发展趋势及信息量，可明
显区分事件发展阶段，以 8 月 1 日零时至次日
15:00 为升温期，网络舆情内容有 2,837 条民意
帖，该阶段的反对态度达到 75.6%，词云图显
示关键词为“气象局”、“妮妲”、“台风”等，
可见民意讨论集中于台风形势本身；第二阶段，
8 月 2 日 15:01 至 16:30，短短一个半小时内网
络民意猛烈增加，相关民意帖达到 14,018 帖，
事件发展至爆发期，该阶段舆论反对态度扩散
至 85.3%，“落台”为最明显的关键词，信息
量远超其他关键词，说明该意见占据主流舆论；
随后 8 月 2 日 16:31 至 8 月 5 日 23:59，对该事
件的探讨明显下降，网络民意有 9,326 帖，讨论
进入降温期，反对意见稍微减少，为 82.6%，
但是依然高于升温期，关键词为“局长”、“气
象局”、“落台”等。

结合事件发展的趋势及信息量，可以发现，
在舆论爆发期发帖量最为集中，同时发言的趋
同性升高，由词云图反映出，舆论走向由对台
风天气本身的关注，转向对政府相关部门失职
的问责，表达出强烈的反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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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中各阶段态度取向分析为人工内容分析结果，在此引用仅为了更

好配合网络挖掘数据进行解释。

例 2：“2015 年澳门施政报告”四象限词云图

2015 年 11 月 17 日下午，澳门特区政府行
政长官崔世安在立法会发布 2016 年施政报告。
报告范围包括持续提升民生素质、促进经济适
度多元、建设宜居城市、深化公共行政改革等
四方面。观察施政报告发布前后整一个月的相
关舆情内容，利用分词、机器学习及数据可视
化等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制作出四象限的词云
图，以初步解释舆情的度量、内容和传播效果。
在对词云图解读方面，关键字的字体大小表示
讨论声量的多少，横坐标为正面及负面，纵坐
标为讨论什么和怎么讨论。

如下图，在涉及“2016 年澳门施政报告”
的舆情中，在词云图左侧“正面”情感方向上，
网民讨论“施政”和“政府”最多（右上角），
其次为“行政”和“博彩”，与施政报告内容
和热点相关议题密切相关；在如何讨论（右下角）
中，以“直播”为涉及最多，是对信息传播方
式的讨论，再次为“保障”，说明其为网民提
及施政报告时较为关心的方面。

词云图右侧“负面”情感方向上，左上角
网民讨论什么中，最明显的关键词为“政府”
和“施政”，与政府发布施政报告议题高度相关，
其余较为明显且较为相关的关键词为“公屋”、
“土地”、“承建商”和“房屋”，说明住房
问题为网民讨论中较为负面的议题；右下角网
民如何讨论话题以“填海”为最关键词，说明
该议题的动作是讨论较多负面的内容。

2. 人工在线实时内容分析
舆情研究的本质是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于茫茫信息中获得所需要监测的舆情内容，并
且深入解析舆情事件的方方面面，包括前因后
果，即时动态，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因此，
仅掌握机器挖掘出的数据并不足够。机器可帮
助掌握包括传播来源、传播量度等单变量数据，
然而在舆情研究中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是
社会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必须引入人工
分析处理机制，以寻找更为深层次的解释。本
研究主要从差异和关系两方面为挖掘重点。差
异可使用交叉和聚类的方式获得，如交叉可了
解议题之间的态度差异、强度差异，聚类能够
帮助细分利益相关者等。对关系方面的挖掘，
以相关关系、因果关系和预测及解释力为主。

1) 内容分析法
本研究中人工在线实时内容分析以传统内

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为研究方法理论
依据，在此基础上改进操作，以改善运作效率、
提高数据及编码的质量、产出更有信度和效度
的分析结果。

内容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
种对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分类、语义判断及形
成可供统计分析之用的量化分析方法。它是指
一种以系统、客观与量化的方式，来研究与分
析传播内容，藉以测量及解读内容的研究方法
（Kerlinger，1973）。在方法设计和执行方面，
强调：（1）系统的方法，需采用随机样本、系
统的类目建构和编码程序；（2）客观的程序，



Academic Frontiers 学术前沿

117网络空间研究2016 第 8 期

需遵守明确的标准与规则；（3）量化的分析，
需为所有的变量下操作性定义，确定测量标尺，
进行统计分析。

传统的内容分析流程包含多个程序，设计
以保证理论和操作的合规和准确性。整个流程
以话题（研究题目）拟定为始，进而进行文献
探讨，以确定研究问题及解释；在对分析对象
范畴的确定时，可考虑对母体进行分析，或者
采取抽样的方式，确定研究对象；通过资料搜
集建立样本集；定义分析单位后，建构类目量
化系统，制作编码簿，在正式编码之前，对编
码员进行训练，进行前测编码，计算信度，当
编码员间信度达至一定水平时，可开始正式编
码，此后输入数据，分析资料，最终获得结果
呈现。

 

内容分析可以支持多种资料类型作为研
究范畴，如采访稿、焦点小组结果、教材、新
闻、论文、杂志、文章、政治演讲、小说、广
告、社交媒体内容等，呈现的格式包括文字、
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分析方法可灵活应
用于多种研究目的及不同领域，其中最为知名
和经典的案例之一为 Harold Lasswell 在一次世
界大战中的研究。Lasswell 在其著作《世界大
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I）中以宣传信息所使用的符号为分
析对象，包括报纸、宣传手册、传单、书籍、
海报、电影、图片等，发展出内容分析法以研
究宣传运动中的技巧。还有其他的研究领域包
括有研究者利用该方法确定文章作者的著作权

的比例，例如 Mosteller 和 Wallace（1963）采
用基于词频的贝叶斯技术，解决了《联邦主义
者》（The Federalist）文章中的原作者的分布
问题。商业领域中，有研究者使用内容分析法
评估食品行业的发展趋势，例如，1998 年有一
项研究钙摄入和减肥之间的关系，研究范围是
青少年和女性杂志上的广告、文章和专栏内容
（Kondracki, Wellman, Amundson , 2002）。社
会服务方面，美国农业部森林服务局（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利用内容分析法监测社会环境对国家森林管理
措施的评价意见（West , 2001）。

2) 编码员之间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
在内容分析中，需要多于一个的编码员来

进行编码工作，这些独立的编码员对一段信息 /
记录内容的特征（也就是记录单位）作出判断，
并且达成一致的结论。这种一致性以量化方式
呈现，称之为编码者间的信度。不同的编码员
应该对每一个分析的对象给予相同的评分（对
等距或者等比标尺而言，即使不是完全相同的
数值，也应该是相近的值），这种实质的同意
程度是检验“编码者间的信度”的基础（Tinsley 
& Weiss, 2000）。

通常我们研究的信息有明显的内容
（manifest content） 和 隐 藏 的 内 容（latent 
content）。对于明显的内容，例如文章字数、
消息来源、人物或单位名称等，很容易以客观
的判断来达成高度一致性。但是，对于隐藏
的内容来说，例如报导态度或者价值观，编
码员必须根据他们自己的思维系统作出主观
的诠释。这样的话，编码员之间的相互主观
判断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当这些主观判断由
所有编码员共享的时候，也就是它们更有可
能让读者产生相同的意义（Potter and Levine-
Donnerstein,1999）。

编码员间信度评估流程由编码指引开始，
需要依据编码簿制作编码指引，帮助编码员准
确理解编码类目，帮助编码员熟悉议题，理
解编码类目；之后选取少量样本，各编码员需
要独立进行编码，不可相互讨论或指导，计算
信度系数以观察不同编码员是否已经达到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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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认知一致性水平，如未能达到理想的信度
水平，则需要对编码员再次进行培训和指导，
以确保编码员达到理想信度水平，可开始正
式编码。学术上常用的编码员间信度有 Holsti
的信度系数（Holsti's Coefficient Reliability）
及 Krippendorff 的 alpha 值（Lombard, Snyder-
Duch 和 Bracken, 2002）。

3) 人工在线实时内容分析流程
在参考传统内容分析法的理论和操作方法

基础上，本研究建立了由大数据技术辅助人工
在线实时内容分析机制及平台—博易数据挖掘
平台（DataMiner），整个流程包括准备阶段、
编码及质量控制和结果呈现三大部分。

在完成前期文献搜索、确定研究问题等预
备工作，可于平台上进行准备阶段的设定数据
源、通过设置多重关键词以设定概念，在该过
程中，可通过筛选工作以确保数据高度相关和
精确度，并且完成编码库管理和设置类目的工
作；进入编码及质量控制阶段，该部分尤为重要，
正式编码前需要进行前测编码，以确保编码员
间信度达到可接受的理想水平，在正式编码过
程中，透过平台随时监控编码结果，并可定期
校对以保证编码质量；完成上述过程后，可对
结果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呈现。

 

该操作流程设置多种质量保证机制，可随
时监管编码员效率、编码准确度，以确保最终
的工作结果可真正为舆情研究提供价值。

下图为线上内容分析机制页面，支持即时
编码、即时检验、即时监控和即时结果。

 

以下分别以发生在澳门的两个案例来进一
步说明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做到的分析结果。

例 3：“澳门康复政策”的网民态度分析

在某些舆情事件中，涉及的话题面向多向
且复杂，需要人工处理和区分，在此基础上，
才能得以进一步解析细分议题之间的态度差异
及强度差异。

下图着重于对澳门的一项康复政策不同范
畴的态度差异的解读。康复政策为总体政策类
型，下属多个细分政策范畴，情况较为复杂，
必须使用人工判断的方式予以分类和归整。结
果显示，针对康复政策，除整体性的“康复服
务十年规划”，其余区分分类共 14个细分范畴，
进而需要判断这 14 个范畴的态度如何。对态
度的测量以七个层次划分观察网络舆情，区分
为是无条件认同 / 完全认同、主体认同、有条
件认同、中立态度 / 无明确态度、有条件反对、
主体反对和无条件反对 / 完全反对。观察分析
结果（模拟数据），以对“公众教育”范畴的
认同程度较高，有 42.9% 为“无条件认同 / 完
全认同”，42.9% 为“主体认同”；观察另一
个方向的认同程度，以“学前训练及托儿所”
和“医疗康复”两个方面的反对态度最为明显，
分别有 22.2% 和 20.0% 表示了“有条件反对”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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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食品安全问题”的网民意向分析

另一个案例是有关食品安全的舆情分析，
探讨关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食品安全所持的
立场差异。下图为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
结果，采用机器学习和人工编码结合的方式得
出。观察不同媒体来源中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整
体立场，可以看到新闻评论、论坛、YouTube
和 Twitter 上反对的声音较多（71.4%、75.0%、
76.9%、70.0%)。不同媒体来源对于不同利益相
关者（包括政府单位、政党和社团）的态度存
在较明显的分布差异，以 Twitter 上的反对声音
最多（77.8%），在论坛和新闻中表达出来的舆
论声音以中立为主（100%，89.2%）。该案例
说明，不同媒体渠道上所收集到的舆论声音可
能存在差异，对事件的看法和立场会不一样。
如单独使用网络挖掘，仅仅能看到整体的声量，
无法解读到不同层次的内容，因此可见，仅仅
看传播量等内容是远不足够的。

 3. 大数据技术与人工在线实时内容分析的
互动和促进关系

在本研究的网络舆情研究新机制中，以人
机结合为核心理念，大数据技术框架下的网络
挖掘和机器学习可执行广度的自动化分析和快
速挖掘舆情信息，人工在线内容分析则能完成
深度挖掘和解释舆情间差异和关系的任务。从
舆情分析和解读的整体角度出发，以网络挖掘

及机器学习为代表的大数据技术与人工在线内
容分析两个体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一个
良性循环，且存在彼此优化的特点，具体体现
在三个方面：

（1）机器技术改善人工编码流程。通过网
络和计算机技术的辅助，提供编码文本关键词
高亮设置，相似主题文本优先派发等算法支持，
得以提高人工编码效率；另一方面，平台提供
快速简单的前测编码和即时质量监督功能，解
决了传统内容分析中编码质量难以控制和校正
延迟的难题。

（2）词云图帮助制作编码类目。利用词
云分析技术，能够快速发现和掌握舆情事件主
要面向，从某种程度上，以关键词的形式，表
达了相关内容的热度情况。在传统的人工内容
分析法中，制作编码类目前需大量检视相关内
容文本，以获得对研究问题的大致了解。有词
云的帮助，其快速挖掘的关键词能提供编码
类目的线索，大大改善制作编码类目的效率及
效度。

（3）人工内容分析结果帮助改良机器学
习的准确度。经过信度检验的人工内容分析所
累积的大量人工编码结果，可以作为优质的机
器学习的训练集，用于改善自动化分析结果，
如情感分析，以此方式不断提升机器分析的准
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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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回顾当前网络舆情研究发展现况，网络舆

情监测和分析的工作难度大，面对复杂的舆论
场景，单靠机器或人工方式无法解答我们的研
究问题及现实需求。为此，本研究提出新的舆
情研究路径——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
与分析，并通过博易数据技术公司的“博易数
据挖掘平台 -DataMinder”来实现。该路径综合
汇总多年舆情研究经验，以社会科学实证研究
的核心要素——覆盖度、测量和解释作为网络
舆情挖掘的理论框架，配合人工在线实时内容
分析方法，探索舆情事件变量间的差异与关系。
其中所建立的分析机制及流程，乃将研究视角
落实至研究舆情的本质，以回应学术界、政府
和业界期望了解舆情的真正意涵及价值。

本研究着重于提供一种舆情研究的思路与
方法论，不限于特定舆情研究的目的和用途，
适用于实务应用，亦可用于学术研究；可用来
掌握舆论形势，又可用于深度挖掘某一个话题，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

以上作为网络舆情分析路径上的初步尝试，
乃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

然而作为新的探索，需要持续优化，尤其是理
论上需要强化和补充，在实践上需要改善和提
升。其中需要考虑是否能够应对各种舆情研究
类型和情况，例如，当需要处理的数据量特别
大的时候，运用人工内容分析时人力部分的压
力过大，时效性会大打折扣，可考虑按照一定
规则抽样处理，如对文本内容采用系统抽样或
分层随机抽样方式，形成可供操作的编码样本
库，这也是笔者提出作为未来研究和探讨的一
个方向。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是，将质化与量化
结果的相互结合解读的研究方法论。在对舆情
的研究实践中，网络挖掘和机器学习是研究舆
情的第一步，可快速获得初步的量化结果；第
二步是使用人工编码和分析将文本内容做量化
处理，即是质化文本材料的量化过程；第三步
是量化和质化内容的相互补充，即是以原文文
本补充和解读量化结果。以此完成由质化内容
得出量化结果，再次回到质化内容，量化结果
与文本之间相互补充和解释的循环方法论，未
来或可进一步实践和探索该方法对舆情或其他
类型研究的解释度和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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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pproaches to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Online content 
mining and analysis using big data technology 

ZHANG Rong-xian    CAO Wen-yuan

Abstract: Previous domestic research shows that public opinion mainly covers the social events 
and changes in society including the deductive factors triggering these events and public opinions 
related. Nowadays, mos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lack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ystematically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rarely adopt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re widely used to draw conclusion. Considering the abov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this paper presents a novel approach for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hich takes 
three major elements into accounts: coverage, measurement and explanation and is achiev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an online big data analytics and human judgment methodology.  It first gives 
the overview of public opin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machine learning and web mining technology 
built on the platform; then it mines deeply and explains events via a manual onlin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Some cases will be elaborated in this paper to show the practicability and operability of this 
approach.
Keywords: online public opinion; big data technology; web mining; machine learning;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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